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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稳态与跃迁：一个新的整合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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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对幸福感稳定性与变化性问题持有不同观点。设定点理论认为幸福感通常保

持在设定点位置, 动态平衡理论(及其变式——主观幸福感稳态理论)进一步强调幸福感在围绕设定点的某个

范围内波动而呈动态平衡状态, 享乐适应理论在动态平衡理论基础上从情绪适应的角度分析了幸福感维持稳

定的原因, 这三个理论均强调幸福感维持在某个平衡水平。相反, 持续幸福理论强调幸福感是可以提升的, 能

发生长期的变化。这些理论观点的差异本质在于如何看待幸福感的稳定性与变化性, 我们借用生物学中的“稳

态”“稳态应激”概念及物理学中的“跃迁”思想, 认为幸福感不仅存在稳态, 也会出现稳态应激, 并可由此引起

幸福感稳态的跃升。这一整合视角为幸福感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也对幸福感的持续提升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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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幸福感可持续提高吗？ 

幸福感不仅是个体的人生追求, 也是社会发

展的落脚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丰富, 但

也存在争议, 其中一个争议是：幸福感是否可以

不断提高, 或者说幸福感是稳定的还是可变的？

显然这个问题对个体追求幸福和国家制定公共政

策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幸福感是稳定的, 那么个

体和国家努力改变人们的生活状况使人们更幸福

可能是徒劳的; 如果幸福感是可变的, 那么值得

追问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幸福感, 如何从个体层面

和国家宏观层面入手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综述现有文献发现, 围绕这个争议, 个体的

微观层面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

幸福感是稳定的, 个体的幸福感维持在某个平衡

水平。如有研究表明, 幸福感主要依赖于人格特

质 ,  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 ( L u c a s  & 

Diener, 2009)。一项历时 1 年的幸福感追踪研究表

明主观幸福感更可能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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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状态变量(尹霞云, 黎志华, 2015)。第二种观点

认为幸福感会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 社会环境、

生活事件等客观因素会使幸福感发生变化, 但经

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或调节后, 幸福感会回到原来

的平衡态。如 Lucas (2007)发现身体受伤害的个体

第一年的幸福感急剧下降, 之后痛苦感逐年减轻, 

幸福感逐年回升并接近初始状态。个体经历了正

性事件也有类似的现象, 改善住房(Galiani et al., 

2018)、正颌手术美容(Ashton-James & Chemke-Dreyfus, 

2019)都能显著增加幸福感, 但数月后幸福感会下

降到住房改善前、手术前的水平。第三种观点强

调幸福感可以人为改变, 通过有意图的活动或训

练能提升幸福感, 使个体获得持续的幸福。积极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从认知、行为、动机和人

格等方面探索提升幸福感的方法, 发现幸福感可

以提升且能保持长期的干预效果。一项包含 51 项

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 积极心理干预可以显著

提升幸福感, 且幸福感随着干预时间的增加呈现

出持续上升的趋势(Sin & Lyubomirsky, 2009), 还

有研究进一步表明, 积极心理干预(乐观训练)不

仅能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 使其持续增长, 而且

干预的长期效果很稳定(侯典牧 等, 2012)。显然, 

这三种观点的幸福感取向不同, 第一种观点强调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48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幸福感像人格一样稳定; 第二种观点是幸福感会

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被动地发生变化, 但这种变

化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 幸福感很快会回到原来

的平衡水平; 第三种观点认为幸福感可以持续提

高, 当个体主动地从事有意图的活动时, 活动的

过程和意义对个体的幸福感有持久的作用。 

然而, 社会宏观层面的研究发现, 随着人均

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 国民幸福水平却保持不变

甚至有所下降, 这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幸福

悖论” (Easterlin, 1974)。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是

边际效用递减的, 当过了“幸福拐点” (人均 GDP

达 3000 美元)之后, 经济收入与幸福弱相关(彭凯

平, 2017)。这意味着在人均 GDP 已经达到幸福拐

点水平的地区, 政府仍依赖经济发展来提高国民

幸福感是事倍功半的。通过增加经济收入来改善

幸福感的方法本质上属于前述的第二种观点, 这

种借助外界刺激因素来提高幸福感的积极效应是

有限的, 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阶段以

后。如果政府采纳第三种观点, 让人们发挥主观

能动性, 主动去从事有意义的活动, 将会提高国

民福祉。因此, 从宏观层面来看, 把这三种观点统

合起来不仅能解决“幸福感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

这一争议,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 分别有微观和宏观证据支持了有

关幸福感的三种观点：(1)幸福感通常稳定地保持

在某个水平; (2)幸福感可变但会恢复到原平衡状

态; (3)幸福感可持续提高。这些观点的差异可能

是因为研究者分别侧重了幸福感这个系统的不同

影响因素, 如生理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

本文除了从实证依据的角度梳理归纳上述观点外, 

拟更深入地挖掘现有理论对幸福感稳定性或变化

性的看法, 并试图借助自然科学中的“稳态”、“稳

态应激”和“跃迁”思想作为解释框架, 以整合有关

“幸福感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这一问题的争议性

观点, 从而揭示幸福感背后的底层逻辑。 

2  幸福感“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理论解释 

幸福感(也称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

质量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 是良好生活状态的

指标。幸福感的稳定性是指幸福感得分在不同时

间和不同情境下保持一致性(Diener et al., 1999), 

但幸福感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会受主客观因素的

影响而发生变化, 即具有变化性。以下理论对幸

福感的稳定性和变化性进行了探讨或解释, 而且

各自都有相应的实证依据。 

2.1  设定点理论 

新西兰心理学家 Kammann (1983)提出了设

定点理论(Set-point Theory), 基本观点是人们在

心理上能适应客观环境的起伏变化, 客观环境对

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个体的幸福感通常

保持在由基因或人格决定的设定点水平。该理论

的提出主要受到以下研究的启发 , Brickman 和

Campbell (1971)较早观察到大多数人经历过某些

生活事件后 , 幸福感又回到了基线水平。之后

Costa 和 McCrae (1980)发现个体有不同的主观幸

福感基线, 部分原因是人格特征中外向性和神经

质的得分不同。而 Kammann (1983)对新西兰成年

人的幸福感进行调查并与北美的调查结果进行比

较, 发现客观生活环境与幸福感的相关都很低。

于是, Kammann 把这些研究结果总结为个体具有

不同但稳定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这是由基因或人

格决定的, 它不受客观生活环境影响, 由此提出

了设定点理论。 

已有很多实证依据表明, 幸福感的稳定性主

要归因于基因或人格。如 Lykken 和 Tellegen (1996)

持续 10 年的双生子研究发现快乐有 50%来自遗

传, 也有研究显示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有 80%归

因于基因(Nes et al., 2006; Røysamb et al., 2014)。

有研究发现, 大五人格因素中外倾性和神经质可

以预测主观幸福感, 二者共同对消极情感、积极

情感、生活满意度的解释率依次为 42%、28%、

23% (Morris et al., 2015)。一项以老年人为被试的

研究表明, 人格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 责任心、外

向性和开放性是积极情感的最佳预测因子, 神经

质是消极情感的最佳预测因子, 神经质和外向性

是生活满意度的最佳预测因子(Etxeberria et al., 

2019)。最近有研究表明, 性格优势和幸福感在长

达 3 年半的时间内得分曲线是平行的, 二者具有

很高的相关性和稳定性(Gander et al., 2020)。 

然而, 有研究发现幸福感和人格的高相关性

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 , 二者受到相同基因的影

响。如一项双生子研究发现, 人格五因素与主观

幸福感有共同的基因, 人格可能形成一种情感储

备, 与幸福感设定点的维持及其偏离设定点后再

回到设定点的速度相关, 个体在压力情境下和恢

复时期可以调用这种情感储备 (Weis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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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Rotenberg (2013)进一步研究发现 5-羟色胺

转运体基因(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中的长等

位基因(L)与幸福感正相关, 它决定了个体在压力

情境中能主动搜索, 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来实现目

标, 搜索活动刺激单胺系统, 有助于恢复活动过

程中儿茶酚胺的水平, 这会引起个体积极的情绪, 

出现兴奋和幸福的感觉; 短等位基因(S)与大五人

格中的神经质正相关、与宜人性负相关, 与幸福

感中的生活满意度负相关、与消极情绪正相关, S

基因占优势的被试对负面信息的敏感度很高, 倾

向于放弃搜索活动, 表现出更明显的焦虑、抑郁

等负面情绪。综上, 我们认为主观幸福感的稳定

性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虽然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设定点理论, 但是也

有反对意见。一方面, 设定点意味着幸福感被预

先设定在某个水平, 很难让人变得更快乐。如有

学者认为设定点意味着试图变得更快乐是徒劳的

(Lykken & Tellegen, 1996), 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

公共政策, 都不能对幸福产生实质性的长期影响

(Headey et al., 2010)。另一方面, 该理论因不能解

释生活事件引起幸福感长期改变等问题而受到质

疑与批评(Lucas, 2007)。因此, 人们试图修正该理

论, 探索幸福感是否会发生变化, 以及哪些因素

会引起幸福感发生改变。 

2.2  动态平衡理论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Headey 和 Wearing 

(1989)发现之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几乎都是

基于横断数据, 他们想了解主观幸福感的动态过

程并探索其原因, 于是基于维多利亚居民生活质

量调查的 4 次追踪数据(1981、1983、1985、1987), 

分析了人格、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描述了一个主观幸福感趋于动态平衡的模型, 基

于此提出动态平衡理论 (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 即每个人基于稳定的人格特质, 会有一

定的生活模式和平均幸福感水平, 只要保持正常

的生活模式 , 幸福感就处于平衡水平; 然而 , 生

活事件会导致幸福感短暂地偏离平衡水平, 但是

在人格的平衡作用下, 一段时间后幸福感会回到

原来的平衡水平。可见, 动态平衡理论分别用人

格特质和生活事件解释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和变

化性, 突破了设定点理论中“幸福感稳定不变”的

局限, 认为幸福感会围绕平衡水平波动。但是, 该

模型仍然意味着主观幸福感绝大多数时间保持在

一个固定值上, Cummins 的下列研究却发现主观

幸福感不是机械刻板地保持在一个设定点上, 而

是波动在设定点附近的一个小范围内, 这促进了

动态平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 Cummins (1995)发现 , 

个体在不同阶段生活满意度的得分分布在一个范

围内, 而非处于一个固定值, 每个人的得分分布

范围大小不同, 但所有人的分值都处于 50~100 分

之间。之后的研究发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分

与分布范围也存在个体差异, 而全体被试的主观

幸福感平均分为 75 分, 通常波动在 70~80 分之间, 

说明主观幸福感通常维持在一个狭窄的设定点范

围内(Cummins et al., 2002)。基于此, Cummins 等

人(2002)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稳态模型 , 认为个体

的幸福感保持在“设定点范围”内, 外界刺激使个

体产生强烈的情绪时, 幸福感会偏离设定点范围, 

稳态机制将被激活以调节主观幸福感回到设定点

范围, 该模型也被称为主观幸福感稳态(Subjective 

Well-being Homeostasis)理论。Cummins (2010)进一

步提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成分是受稳态保护的情

绪(Homeostatically Protected Mood, HPMood), 这

种情绪是基因决定的, 存在个体差异, 正常情况

下, 被保持在一个设定点范围内, 它是主观幸福

感设定点背后的驱动力, 也是稳态试图维持的结

构; 外界环境因素会引起幸福感的波动, 有时会

超出设定点范围, 而个体的财富、亲密关系和目

标感有缓冲作用, 有助于主观幸福感回到设定点

范围。他认为个体的幸福感通常保持相对恒定 , 

意味着有一个类似维持体温稳态的系统在维持幸

福感, 这个稳态系统相当强大, 使人们通过适应

积极和消极的生活事件来维持幸福感的正常水平

(Cummins, 2012)。但是, 如果负面体验非常强烈

且持续时间久 , 会导致幸福感降低 , 稳态失调

(Cummins & Land, 2018), 幸福感偏离正常设定点

范 围 越 远 , 反 弹 到 平 衡 水 平 的 可 能 性 越 小

(Weinberg et al., 2016)。可见, Cummins 用稳态保

护情绪和外界环境因素分别来解释幸福感的稳定

性和变化性。 

Cummins 的主观幸福感稳态理论同 Headey

的动态平衡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二者都认为幸福

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既有稳定性, 又是可变的。

稳定性主要是人格特质或受稳态保护的情绪决定

的, 而人格特质与受稳态保护的情绪主要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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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 再次表明幸福感的稳定性主要是遗传因

素决定的。变化性是由生活事件或外界环境因素

引起的, 但是这种变化很短暂, 幸福感还会回到

设定点(范围)。然而, 二者面临共同的理论难题, 

即难以解释为什么个体对正性事件引起的幸福

感上调能很快恢复到平衡态, 而强烈的或持续的

负面事件导致的幸福感下调, 却难以恢复到原平

衡态。 

2.3  享乐适应理论 

成就和收入增加最初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

福的体验, 但人们很快就会适应这个刺激, 幸福

感回落到原来的水平, 这个过程被 Brickman 等人

(1971)称为“享乐适应”。之后有研究发现彩票中奖

者并不比没中奖者更快乐, 截瘫患者不比会走路

的人快乐少(Brickman et al., 1978)。Silver (1982)

发现脊髓损伤的人在事故发生后一周表现出强烈

的负面情绪, 然而两个月后, 幸福感成为他们最

强烈的感受。这些研究对象的幸福感相对稳定 , 

可能是因为他们适应了所发生的事情。 

对此, 美国学者 Frederick 和Loewenstein (1999)

在动态平衡理论的基础上, 从适应的角度做出解

释并提出享乐适应理论, 认为个体的幸福感通常

保持在某个平衡水平, 外界的刺激物或事件可能

引起个体强烈的正性或负性情绪, 但个体会逐渐

适应这一刺激且对其产生的情绪反应逐渐弱化 , 

使幸福感回到初始的平衡水平。一项为下肢残疾

成年人提供医疗干预的研究表明, 在治疗初期患

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 一年后生活满意度恢

复到治疗前的水平(Barazzetta et al., 2020), 该结

果支持了享乐适应理论。然而, 有研究发现个体

经历负性事件后幸福感回升需要较长时间, 且较

难完全回归到初始水平; 对正性事件的适应较快, 

且上调的幸福感较容易回到事件发生前的水平

(Lucas & Clark, 2006; Lucas et al., 2003)。Weinberg

等人 (2016) 研究发现幸福感的设定点范围为

70~90 分, 稳态失调的临界值约为 60 分, 如果负

面事件导致幸福感下降到 60 分以下, 其恢复到设

定点范围的可能性极小。对于这些类似的研究结

果 , 余樱和景奉杰(2016)的解释是人能适应正性

和负性事件的变化, 但是适应的时间和程度不同, 

对正性事件能完全适应且适应时间短, 对负性事

件不能完全适应且适应时间长。还有学者从人类

进化的角度做了解释, 认为当个体体验到高度积

极或消极的情绪时, 会对其高度关注, 在漫长的

狩猎采集时代, 人类需要集中注意力关注外界的

机会和威胁, 因此, 对快乐要尽快适应以降低兴

奋度, 允许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重要的事情; 

负性事件具有警告和预防的作用, 使人类避免因

重蹈覆辙而降低生存和繁衍的机会 , 因此, 对负

性事件会保持长期的关注(Frederick & Loewenstein, 

1999; Perez-Truglia, 2012)。 

显然, 享乐适应理论解释了动态平衡理论面

临的难题, 个体对正性事件引起的幸福感变化能

快速恢复, 对强烈或持久的负性事件引起的变化

难以恢复, 追根溯源是进化的结果。从稳态调节

的视角看, 有机体对外界刺激和情绪的适应与调

节是有范围的, 强烈或持久的负面事件容易使幸

福感下降, 当超出机体反馈调节的临界值时稳态

会失调, 使幸福感长期低于平衡水平。此外, 享乐

适应理论对幸福悖论现象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但是, 理论仍有局限, 个体经历强烈或持久的负

性事件后幸福感并没有恢复到原平衡态, 而是长

期低于这一平衡态, 违背了动态平衡理论中幸福

感维持在某一平衡态的基本观点。而且, 由于人

们能很快适应正性事件 , 政府通过改善民生来提

升国民福祉的效果是暂时的、悲观的。Lyubomirsky 

(2010)也认为个体对正性事件的快速享乐适应是

提高并获得持续幸福的主要障碍。因此, 找到减

缓或避免享乐适应的方法, 个体才有希望获得持

续的幸福, 而且能完善享乐适应理论。 

2.4  持续幸福理论 

几位美国心理学研究者(Lyubomirsky et al., 

2005)认为追求持续的幸福包含了动机和意图的

成分, 需要一定程度的努力才能实现, 有必要重

新考虑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尽管他们认可遗传因

素对个体幸福感稳定性和基线水平的影响, 以及

环境因素能使幸福感发生改变, 但是他们并不认

可幸福感是原地踏步的或者总会恢复到原来的水

平, 而是主张幸福感可以持续提升, 该观点受到

了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启发 , 如有学者发现感恩

(Emmons & McCullough, 2003)、宽恕(McCullough 

et al., 2000)等培养美德的实践活动可以增加幸福

感, 因此, 他们认为影响幸福感的第三个因素为

有意图的活动, 即需要个体付出努力才能实现的

活动, 或曰可操控的活动, 如每天锻炼身体。概言

之, Lyubomirsky 等人(2005)主张幸福感可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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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并提出了持续幸福模型, 认为影响幸福感

的因素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有意图的活动, 

这三个因素对幸福感的解释率依次为 50%、10%

和 40%。引起幸福感持续变化的是有意图的活动, 

而不是环境因素, 因为人们会适应环境, 而且环

境的改善一旦达到现实情况的上限, 很难进一步

改善 , 相反 , 有意图的活动本身是动态变化的 , 

活动的内容与情节会变化, 参与活动的时间和频

率也会变化, 活动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认知

的、行为的、意志的活动), 其变化性使个体保持

对活动的新鲜感以阻止适应, 从而持续地提高幸

福感。 

Sheldon 和 Lyubomirsky (2006)设计纵向研究

进一步验证上述观点, 用积极的环境变化和积极

的活动变化来预测幸福感的持续变化, 发现活动

变化可以使幸福感持续变化, 而环境变化不能预

测幸福感的持续变化, 支持了上述观点(该结论的

前提是个体已经满足了基本的需求, 有积极的生

活环境; 如果个体极其贫困, 改变其生活环境会

对幸福产生巨大的影响。)。近 20 年来, 积极心理

学的干预研究为幸福感持续提升提供了大量的证

据 , 如感恩训练可以显著提高被试的幸福感

(Bartlett & Arpin, 2019; Deng et al., 2019)。一项对

孤儿小学生的研究表明, 积极心理教育使主观幸

福感有效提升且有一定持续性 ( 王江洋  等 , 

2019)。另一纵向研究表明, 乐观干预使主观幸福

感显著提升, 主观幸福感得分持续增长, 干预的

长期效果稳定, 而且表现出后期效应扩大的现象

(侯典牧 等, 2012), 这表明幸福感以累进的方式

增长。 

有意图的活动之所以引起幸福感持续变化 , 

除了活动的变化性, 还有个体的主观因素, 如感

恩和努力。感恩是享乐适应的心理对立面, 个体

要经常关注自己拥有的东西 , 欣赏和感激现有的

美好, 而不是忽视它(余樱, 景奉杰, 2016; Emmons & 

McCullough, 2003)。个体执行和维持活动需要付

出努力, 需要自律和意志力, 在活动过程中产生

的心流体验将成为继续参与活动的内在动机, 对

活动保持活力和新鲜感, 愿意持续地投入从而获

得持续的幸福感(Lyubomirsky et al., 2005)。由于

活动的变化性和感恩能阻止享乐适应, Sheldon 和

Lyubomirsky (2012)提出了预防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 Prevention, HAP)模型, 用“感恩”和“变

化性”两个调节变量来预防享乐适应 , 表明个体

通过有意图的活动获得持续幸福感, 依赖于变化

的活动和感恩的心理。 

综上所述, 持续幸福理论认为遗传因素决定

了幸福感的稳定性, 而环境和有意图的活动决定

了幸福感的变化性 , 其中有意图的活动更重要 , 

它比个人设定点和环境因素更加可控, 人们可以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幸福感, 使其超出

原来的设定点范围并保持下去, 这种更高的幸福

感保持在一个新的平衡水平, 就意味着幸福感发

生了质变。 

3  理解幸福感“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稳
态−跃迁”视角 

3.1  “稳态”、“稳态应激”及“跃迁”思想 

“稳态” (Homeostasis)最初是指使有机体保持

稳定的动态变化过程, 目前在生理学中常指生理

功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可见, “稳态”既指过程

又 指 结 果 。 法 国 生 理 学 家 Claude Bernar d 

(1813~1878)提出稳态的思想, 约 70 年后, 美国生

理学家坎农明确提出稳态是一种可变又保持相对

恒定的状态, 是围绕设定点波动的动态平衡过程

(坎农, 1932/1982)。设定点接近于变量参数的平均

值, 稳态是通过负反馈调节把偏离设定点的值调

节到设定点 , 系统会自动减少与目标值的差距 , 

倾向于抵制波动以使有机体保持稳定 , 简言之 , 

稳态的机制是负反馈调节, 这种调节是被动的、

事后发生的 , 目的是使有机体维持某种恒定状

态。如在循环血液中, 葡萄糖的浓度保持在每 100

立方厘米血液中含有 100 毫克左右, 不会发生大

幅度的变化; 正常人每天的体温波动在 36.3℃~ 

37.3℃之间 , 生病发烧时体温可能上调到 39℃ , 

但是退烧后又恢复到正常范围。 

然而 , 有些现象用稳态和负反馈难以解释 , 

如沙漠动物骆驼在高温缺水的环境中, 可调节其

体温上升, 以减少出汗散热引起水分丧失, 它们

会主动调节生理指标以适应环境变化。Sterling 和

Eyer (1988)提出“稳态应激” (Allostasis)的概念来

解释这类现象, 稳态应激是指有机体通过正反馈

调节来主动维持稳态的适应过程, 使有机体从原

来的平衡状态逐渐形成新的平衡状态。稳态应激

描述有机体应激反应时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

的变化过程, 稳态应激的结果是有机体的生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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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处于上调或下调的稳态应激态(不稳定), 有机

体通过调节, 可以在稳态应激态的基础上形成新

的稳态, 也可恢复到原来的稳态(张铭, 2015)。如

老年人患上高血压就是血压偏离正常范围进入稳

态应激态, 如果不治疗可能长期处于高血压 , 如

果接受药物治疗可逐渐恢复到正常血压。 

与稳态应激相类似的是跃迁思想。“跃迁”一

词来自物理学, Niles Bohr (1885-1962)在量子跃迁

理论中提出原子从一个定态到另一个定态是以跃

迁的方式发生的, 可从低能级向高能级跃迁, 也

可从高能级向低能级跃迁 , 跃迁过程中存在基

态、激发态、定态三种状态, 基态和定态是稳定

的, 激发态是不稳定的(Bohr, 1913)。“跃迁”思想

可概括为从一个稳定状态经过变化后达到新的稳

定状态 , 不仅包括与稳态应激相似的变化过程 , 

还强调事物变化的结果是新的稳定状态, 完整地

展现了事物发生质变的全貌。由于类似跃迁的现

象广泛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 “跃迁”被

借鉴到科学研究各领域。如有机体的生理状态本

来处于稳态 , 但当所处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时 , 

有机体为了生存和繁衍就要进化以更好地适应环

境, 使有机体在新环境中有更强的稳定性, 形成

新稳态, 这可以称为稳态的跃迁。 

前文已阐述稳态的动态变化是有限度的, 在

系统的自动调节范围内可以保持稳态, 超过一定

的度会导致稳态失调, 甚至系统崩溃, 而且稳态

保持的平衡倾向于一种恒定性。相比之下, 稳态

应激或跃迁中变化的幅度更大, 超出了系统自动

调节的范围, 需要有机体根据环境变化主动调节, 

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从稳态发展到非稳态, 最后

达到与环境更相适应的新稳态, 从物种进化的角

度看, 这是一种跨时间的、可持续的稳定, 有机体

经历了自我进化。坎农认为有机体之所以稳定 , 

是因为它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调节自身去适

应环境而出现轻微的不稳定 , 不稳定或变化是有

机体保持真正稳定性的必要条件(坎农, 1932/1982)。

可见, 稳态应激与跃迁在更高的层次解释了稳态

的稳定性与变化性, 有更强的解释力。 

3.2  幸福感的“稳态–跃迁”视角 

生物学中的“稳态”、“稳态应激”以及物理学

中的“跃迁”思想实际上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

在幸福感研究中, 动态平衡理论与享乐适应理论

都体现了稳态思想, 而 Cummins 等人(2002)的主

观幸福感稳态理论则明确借用“稳态”来解释幸福

感的稳定性与变化性, 认为幸福感稳定地维持在

某个平衡水平并有短暂的变化。但是, 稳态思想

只解释了幸福感稳定性与变化性的部分现象, 不

能解释持续幸福理论中幸福感的持久变化。因此, 

我们首次借用“稳态应激”与“跃迁”思想, 把幸福

感的提升与持久变化解释为从一个平衡态发展

到另一个平衡态的稳态应激过程 , 幸福感水平

在空间上发生了跃迁, 有机体适应新环境、形成

新稳态后幸福感稳定地维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

此外 , 我们从“稳态−跃迁”视角重新分析了幸福

感稳定性与变化性的影响因素、过程、机制及各

理论所使用的思维模型(见表 1), 试图为整合这

些幸福感理论观点及相应的实证发现提供可能

的框架。 
 

表 1  各种幸福感理论的比较分析 

 设定点理论 动态平衡理论 享乐适应理论 持续幸福理论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事

件、外界刺激) 

情绪的适应、生活事

件 

遗传因素、环境因素、

有意图的活动 

影响因素类型 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环境因素 心理因素、环境因素 生理因素、环境因素、

心理因素 

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 情绪的适应 遗传因素 

变化性的影响因素  环境因素 生活事件 环境因素、有意图的

活动 

稳定与变化的过

程、机制 

稳态 

负反馈 

稳态 

负反馈 

稳态 

负反馈 

稳态应激 

正反馈 

幸福感调节的结果 回到设定点 回到设定点(范围) 回到平衡水平 强调形成新平衡态(稳

态的跃迁) 

模型思维 物理学模型 生理学模型 生理学模型 生态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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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幸福感稳定性与变化性的影响因素及

其类型。设定点理论认为影响幸福感的是遗传因

素(Kammann, 1983), 动态平衡理论及其变式(主

观幸福感稳态理论)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包括

遗 传 因 素 和 环 境 因 素 (Cummins et al., 2002; 

Headey & Wearing, 1989), 享乐适应理论认为影响

幸福感的因素是情绪适应和生活事件(Frederick & 

Loewenstein, 1999), 持续幸福模型认为影响幸福

感的因素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和有意图的活动

(Lyubomirsky et al., 2005)。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类

型做简单的划分, 遗传因素属于生理因素, 对情

绪的适应属于心理因素, 二者都是个体内部的、

先天具备的因素, 可以解释幸福感的稳定性。环

境因素是个体外部的、后天的因素, 能引起幸福

感的短期或长期变化, 其中, 正性事件和普通的

负性事件能引起幸福感短期变化, 但幸福感很快

就会恢复到平衡状态, 保持其稳定性, 而强烈的

或持续的负性事件引起幸福感的持续低迷, 未必

能恢复到平衡状态。有意图的活动既有属于环境

因素的“活动”, 也有属于心理因素的“有意图”, 

即个体主动控制的心理能力, 体现了个体的主观

能动性和自由意志, 是一种可以后天培养的心理

品质, 有意图的活动能引起幸福感的长期变化。 

第二, 幸福感稳定和变化的过程与机制。幸

福感的稳定性与变化性 , 表面上看是受遗传因

素、环境因素以及有意图的活动所影响的结果 , 

实质上是因为幸福感作为一个系统, 遵循着平衡—

失衡—再平衡的普遍规律。再平衡可以是原来的

平衡状态, 也可以是新的平衡状态。正常情况下

人们的幸福感保持在某个平衡状态, 环境因素会

引起幸福感上升或下降, 发生短暂的波动, 只要

波动幅度在负反馈调节的临界值范围以内, 幸福

感就可以逐渐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 (Weinberg 

et al., 2016), 这是幸福感保持稳态的过程, 调节

机制为负反馈。可见, 设定点理论、动态平衡理

论和享乐适应理论所强调的幸福感稳定与变化的

过程是“稳态”过程。 

当采用有意图的活动进行一段时间的干预后, 

幸福感会显著上升, 保持长期的干预效果(王江洋 

等, 2019), 形成高于原来平衡水平的新平衡; 而

经历强烈或持续的负面事件后, 幸福感会低于设

定点范围, 难以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Cummins 

et al., 2018), 即形成了低于原来平衡水平的新平

衡。这两种现象都表明强烈的或持续的刺激使幸

福感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 稳态失调, 个体经过

正反馈调节重新适应新环境, 逐渐形成新的平衡, 

也就是说幸福感经过稳态应激过程, 实现了稳态

的跃迁, 调节机制为正反馈。显然, 用稳态应激和

跃迁能对持续幸福理论做出更全面合理的解释。 

从各幸福感理论所强调的结果来看, 它们的

理论主张有所不同。设定点理论突出强调幸福感

是稳定的, 通常保持在某个设定点上, 是一种稳

定说。动态平衡理论与享乐适应理论除了关注幸

福感的稳定性 , 还关注环境因素引起的变化性 , 

幸福感经历过变化后还会恢复到设定点 (范围 ), 

这是一种稳态说。持续幸福理论强调有意图的活

动可以显著提升幸福感, 使幸福感提高到新稳态, 

发生了稳态的跃迁。跃迁是一个中性词, 从低层

次到高层次的纵向跃迁通常称为跃升, 为了突出

有意图的活动对幸福感的提升效果 , 我们使用

“跃升”来形容幸福感变化的结果, 因此, 持续幸

福理论是一种幸福感的增长说或跃升说。 

第三, 各幸福感理论的模型思维。这些理论

分别借鉴了物理学模型、生理学模型和生态学模

型, 其中, 设定点理论认为幸福感通常保持在某

个稳定的水平, 以空调的恒温特点作为类比的原

型, 恒温器使温度维持在设定值, 该理论模型类

似于物理学的“恒温器”模型。 

生理模型描述化学物质在体内的动力学过程, 

化学物质的转运遵循物质平衡原理。动态平衡理

论与享乐适应理论认为幸福感受环境因素影响后

可通过调节恢复到平衡态, 与血糖受到干扰后调

节回平衡态的过程类似, 这两种理论借鉴了生理

学模型。 

生态学模型强调系统的多维性以及多维因素

的交互作用。持续幸福理论反映了生理因素、心

理因素与环境因素三者的相互作用, 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从生态系统发展的视角看, 幸福感是一

个有组织的整体, 遗传因素、环境因素、有意图

的活动是三个子系统, 它们存在功能耦合, 即遗

传、环境与认知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构成

了一种生态学模型。 

综上所述, 我们从稳态、稳态应激和跃迁的

视角看 , 认为“正常情况下幸福感处于设定点范

围内, 外界刺激物的影响可能使幸福感短暂偏离

设定点范围, 一段时间后恢复到原来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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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而如果受到强烈或持续刺激的影响 , 幸福

感可能长期偏离设定点范围, 形成新稳态”。这一

“稳态–跃迁”视角更好地整合了先前的 4 种理论。 

4  幸福感研究的“稳态–跃迁”视角的意
义及展望 

从“稳态–跃迁”视角分析幸福感的稳定性与

变化性对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和现实应用有重要启

发意义。首先, 把幸福感的稳态与稳态应激两种

动态平衡过程结合起来, 有望提出更完善的幸福

感理论, 既可以突破已有相关理论的局限, 又可

为未来的幸福感提升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其次, 可以重新解读和应对“幸福悖论”。幸福

感是一个系统, 受环境因素、生理因素与心理因

素的共同影响。幸福悖论只考虑了经济收入这一

环境因素 , 环境因素对幸福感的解释程度较低 , 

因而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而且

从稳态视角来看, 收入增加作为正性事件对幸福

感的动态平衡只有短期影响, 上调的幸福感会恢

复到原来的平衡水平, 因此出现收入增加幸福感

却保持不变的现象。这些解释启发我们要从稳态

应激或跃迁的视角探索提升幸福的策略, 还要从

全局着手, 让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 如培养个

体积极的人格品质, 依据环境因素选择从事有意

图的活动, 使个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幸福

感持续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 人们通过不懈努力可以变得更幸福。 

最后, 提升国民幸福感不仅要关注改善物质

生活条件带来的幸福感, 还要关注更高层次的精

神追求带来的幸福感。Fossas (2019)研究发现, 随

着心理的成熟, 个体对幸福感来源的认识由外部

因素转变为自身内部因素 , 心理成熟水平越高 , 

洞察自己情绪的能力越强, 内心越和谐、幸福, 该

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表明人的幸福感有来自物质层

面的幸福和来自精神层面的幸福。曾红和郭斯萍

(2012)则提出幸福感至少有三个层次：来自物质和

生理需要的幸福感是最低层次, 来自自我实现的

幸福感是中间层次, 通过修身养性追求精神境界

的幸福感处于更高层次, 如道家追求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三个层次的幸福感依次

对应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精神幸福感。因

此 , 国家公共政策可通过实施“幸福转型”, 引导

人们从追求结果带来的幸福转向追求活动过程中

的幸福, 从追求物质幸福向更高层次的心理幸福

和精神幸福发展, 实现幸福结构的优化和跃升。 

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考虑以下问题：第一 , 

通过促进心理恢复力维持幸福感稳态。恢复力

(resilience)也称为抗逆力、复原力、韧性、心理弹

性。负面事件可能导致幸福感稳态的平衡失调 , 

如果个体的恢复力很强, 他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

摆脱挫折的打击, 在逆境中保持健康的心理和行

为 , 使幸福感恢复到原来的平衡态 (Cummins & 

Wooden, 2014)。在压力性生活事件 (韩黎  等 , 

2016)、同伴拒斥(徐晓攀, 牛宗岭, 2019)与幸福感

关系的研究中 , 都发现心理恢复力起中介作用 , 

表明心理恢复力对幸福感有重要意义。有学者发

现, 对于幸福感处于设定点范围内的被试干预效

果差异不大 , 而对处于设定点范围以下的被试 , 

干预可显著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他们建议促进低

幸福感人群的心理恢复力可能比积极心理学面向

所有人的幸福实践更有意义 (Cummins, 2016; 

Tomyn et al., 2015)。因此, 提高国民幸福感可把

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幸福感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群

上, 通过提升心理恢复力来提高幸福感也是可行

的路径。 

第二, 探索幸福感跃升的突变模型。事物发

生质变有渐进式和突变式两种途径 (王之璋 , 

1988), 理论上幸福感跃升也存在突变式的。

Csikszentmihalyi (2014)以人们从事一项有意图的

活动(国际象棋)为例, 来说明从事活动过程中心

流(也称“福流”)体验的变化。心流模型以个体的技

能为横轴, 活动挑战难度为纵轴, 挑战与技能水

平相当是产生心流体验的重要条件, 心流体验处

于坐标轴的对角线上, 从对角线低端上升到高端

体现了心流体验发生稳态应激的过程, 即心流体

验发生了跃升。有学者发现在解释心流体验的变

化时, 使用尖点突变模型来建模比传统的线性数

据分析方法有更好的预测力 (Ceja & Navarro, 

2012)。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认为心流体验是

幸福感的核心要素之一 (塞利格曼 , 2003/2010), 

还有学者认为心流体验是个体追求幸福的取向之

一(Peterson et al., 2007), 既然心流体验的变化与

尖点突变模型的拟合度更高, 我们可以推测幸福

感的跃升也存在突变式的, 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

突变理论或其他非线性方法为幸福感跃升建模。 

第三, 可在幸福感的拐点处实施幸福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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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理论中的尖点突变模型在心理学中被广泛使

用。在突变点附近系统的结构是不稳定的, 在接

近突变的时间点, 干预或训练是有效的, 能导致

多样性的出现, 而突变的时间点之前或之后, 干

预是无效的, 因为这时的系统非常稳定, 其对外

界的影响不敏感(张丽 等, 2010)。因此, 未来的研

究可利用突变理论的尖点突变模型, 找出幸福感

发生变化的重要拐点, 深入了解影响幸福感的关

键因素和心理机制, 在拐点处干预, 能高效促进

幸福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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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ostasis and transition of well-being: A new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SUN Junfang1,2, XIN Ziqiang3, BAO Hugejiletu1,4, LIU Min1, YUE Heng1 
(1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1517,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Ulanqab 012000, China)  

(3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4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of 

well-being (or subjective well-being). Set-point theory holds that well-being usually remains at a set-point,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 (and its variant—subjective well-being homeostasis theory)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well-being fluctuates in a dynamic equilibrium state within a certain set-point range. 

Similarly, hedonic adaptation theory considers the reasons for the stability of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adaptation based on 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 In sum, all three theories focus 

on how a certain equilibrium level of well-being is maintained. In contrast, sustainable happiness theory 

emphasizes that well-being can be improved and can undergo long-term changes. The essenc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lies in how the stability and variability of well-being are 

view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s of homeostasis and allostasis in biology and the concept of transition in 

physics, we believe that well-being has not only homeostasis, but also allostasis which can cause well-being 

homeostasis to adjust. This integrated perspective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ramework for well-being 

research and has enlighten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well-being. 

Key words: well-being, homeostasis, allostasis, transition, stability, var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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